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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消費者的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如何影響其價格品質關係推

論。立基於制度合理化理論，本研究發現：不論是透過操弄或衡量，低經濟階

級流動性知覺消費者有較低的價格品質關係信念(實驗一 A、一 B)，且較不使

用價格作為品質評估線索(實驗二 A、二 B)，這是因為低經濟階級流動性減低

消費者內在公正市場意識形態所導致，且無法歸因於其他可能因素。低經濟階

級流動性消費者會傾向高估低價產品的品質，而低估高價產品品質(實驗二

B)。對販售低價商品，且訴求於「高品質低價格」的廠商而言，提供合理化該

訴求的具體理由將可取信於不同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消費者(實驗三)。本文

為相關研究提供新的學術貢獻，並討論其在當前社會可能的行銷意涵。 

關鍵詞：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價格品質關係、制度合理化理論、公正市場意

識形態、高品質低價格訴求  

Abstract 

The role of consumer’s subjective perception about socioeconomic condition in 

influencing consumer’s quality judgment is not explored in marketing literature. Five 

studies provide convergent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consumers with low (vs. high) 

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 have a weaker tendency to use price as quality cue 

because of their weaker fair market ideology, which makes them less likely to engage 

heuristic processing. This effect held regardless of whether 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 was measured or manipulated. The current research also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 was independent of power distance belief and 

economic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was mediated by fair market ideology. For 

businesses adopting “high quality, low price” appeal, providing specific reasons why 

low price and high quality are compatible could mitigate the influences of 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vides novel insights on related literature, 

and has critical market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practitioners. 

Keywords: 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 Price-Quality Relationship,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Fair Market Ideology, “High Quality Low Price” 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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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來一個有趣且重要的行銷現象，是許多企業紛紛推出「高品質低價格」

的品牌或產品以獲取市場青睞。例如智慧型手機中的華碩(ASUS)Zenfone、或是

以低價格高規格聞名的小米。在服裝產業，瑞典知名品牌 H&M 明確陳述其目

標是「以最佳的價格提供時尚與品質(offers fashion & quality at the best price)」、

而日本成衣品牌 Uniqlo 也自陳定位為「提供高品質、低價格的休閒品牌」。零

售業中，全聯福利中心更直接闡述其經營優勢在「提供消費者「平價」且「優

質」的生鮮商品」。對應企業這種「高品質低價格」熱潮的，是消費者近年來似

乎熱衷於追求所謂「CP (cost-performance)值」、「性價比」，亦即更重視低廉價格

換取高品質產品。 

然而價格品質關係文獻指出消費者具有「一分錢一分貨」的價格品質關係

信念(price-quality belief; Duncan, 1990; Rao, 2005)、認為價格是品質的良好訊號

(Rao & Monroe, 1989; Pechmann & Ratneshwar, 1992; Dawar & Parker, 1994; Teas 

& Agarwal, 2000)、且使用價格作為品質判斷捷思(Rao, 2005)。的確，企業推出

高品質產品理當制訂較高價格以獲取較佳利潤，將高品質產品訂在低價位不僅

犧牲自身利潤，也可能在消費者心目中留下彼此矛盾的印象(Kardes et al., 2004; 

Shirai, 2015)。 

明顯地，價格品質關係文獻所得到的「消費者具有一分錢一分貨的價格品

質關係信念」，與當前企業端熱衷「高品質低價格」或消費者端追求「性價比」

的行銷實務現象有著明顯矛盾。前述行銷實務與消費者行為現狀，似乎意味著

企業經營者認為當今消費者有較弱的價格品質關係信念，比較不會使用價格作

為品質判斷捷思。那麼一個值得探討與關注的研究問題是：什麼因素下、或什

麼樣的消費者，會比較不在乎性價比，而持續以價格推論品質？而什麼因素下、

或什麼樣的消費者會展現出對「CP 值」與「性價比」的追求？回答上述問題，

將對於解決行銷實務與理論發現間的矛盾，與提出行銷實務建議，有著重要的

潛在意義與貢獻。 

本研究認為，消費者對當前社會的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perceived economic 

mobility)可能扮演關鍵的因素。經濟階級流動性是指個體於所處社會中，實現

社會經濟地位向上流動的可能性1(Chetty et al., 2014; Davidai & Gilovich, 2015; 

                                                       
1 雖然經濟階級也有可能向下流動，但由於個體在思考經濟階級流動性時會集中在追求

向上流動而非向下流動(Davidai & Gilovich, 2015; Kraus & Tan, 2015; David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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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us & Tan, 2015; Yoon & Wong, 2015; Yoon & Kim, 2016; Davidai, 2018; 

Davidai & Gilovich, 2018; Yoon & Kim, 2018)。高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個體認為

所處社會提供給人們足夠的機會與資源，使其能不論出身背景、憑藉個人努力

實現經濟階級向上流動(Yoon & Wong, 2015; Yoon & Kim, 2016; Day & Fiske, 

2017; Yoon & Kim, 2018)，亦即所謂「美國夢(American dream)」的核心精神。

直至近期為止，學者對主觀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在消費者行為上的影響依然知

之甚微、處於非常初步的階段(Yoon & Wong, 2015; Yoon & Kim, 2016, 2018)。 

立基在制度合理化理論(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Jost & Banaji, 1994; Jost 

et al., 2003; Jost & Hunyady, 2005; Osborne et al., 2019)及近期知覺經濟階級流動

性的研究上(Day & Fiske, 2017)，本研究提出一個未曾驗證、且具有理論與實務

重要性的主張：消費者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會影響其價格品質關係信念強度、

及使用價格作為品質評估基礎的程度。低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下，消費者的價

格品質關係信念較弱、較少使用價格作為品質判斷捷思。 

上述效果是因為消費者往往對經濟階級流動性持有樂觀看法(Davidai & 

Gilovich, 2015; Kraus & Tan, 2015; Davidai & Gilovich, 2018)，使其擁護自由市場

制度所帶來的貧富不均問題(Tyler, 2011; Caruso et al., 2013; Kardos et al., 2016; 

Shariff et al., 2016)，而當個體意識到實際經濟階級流動性低於自身期望時，會

調降對制度合理化理論中公正市場意識形態(fair market ideology; Jost et al., 

2003)的支持(Day & Fiske, 2017)。 

的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制度帶來的貧富不均是許多國家的共同問題

(Piketty, 2014)。根據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的資料，1980 年台灣所得收入前

1%與 10%佔全國所得收入百分比分別為 6%與 23.4%，但至 2013 年則已經惡化

至 10.7%與 36.4%，世界許多國家也同處於相同的惡化路徑上。而貧富不均所帶

來最大的負面影響之一是降低整體社會經濟階級流動性(Davidai & Gilovich, 

2015; Kraus & Tan, 2015; Payne, 2017; Davidai & Gilovich, 2018 )，且隨著消費者

越來越明顯地意識到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對自由市場制度的擁護也逐年遞減

(GlobeScan, 2011; Tabb, 2012)。 

由於價格是一種品質判斷捷思(Duncan, 1990; Rao, 2005)，而個體對自由市

場制度的擁護程度會正向影響其使用捷思處理的程度(Sterling et al., 2016)，因此

低經濟階級流動性消費者應該會有較弱的價格品質關係信念、較少使用價格作

為品質捷思，且此效果受公正市場意識形態中介。根據上述看法，本文所主張

                                                                                                                                               
Gilovich, 2018)，故此處以討論能否向上流動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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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階級流動性公正市場意識形態價格品質關係信念」的關係不僅符合

制度合理化理論為基礎的推論，更可提供與當前行銷與消費者行為現象與既有

學術文獻間看似有所矛盾的合理解釋。 

此外，本研究也主張當販售低價產品的企業使用「高品質低價格」訴求以

吸引消費者時，必須搭配合理化此訴求的理由，以減緩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所

帶來的品質評估差異。因為提供合理化理由會增加高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消費

者的深度思考、削弱價格品質關係信念、降低對價格捷思的仰賴(Vlaev et al., 

2009; Shirai, 2014, 2015)，而不會對低價產品做出捷思式的「低價格低品質」推

論。 

本研究在行銷實務與學術研究上有其相當的重要性。首先，就實務工作而

言：消費者對產品的品質評估不僅直接影響銷售量、滿意度、決定行銷活動成

敗、甚至影響企業利潤(Aaker & Jacobson, 1994; Anderson et al., 1994)。然而消

費者經常在缺乏足夠資訊情況下使用價格對品質做判斷(Rao & Monroe, 1989; 

Kardes et al., 2004; Cronley et al., 2005)。如果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會影響消費者

的價格品質關係信念，那麼企業在行銷工作上均應慎重考慮所面對的目標市

場、乃至於整體社會的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此外，對訴求「高品質低價格」

定位的業者，本研究有助於其利用經濟階級流動性所帶來的可能影響，以提高

此種定位的成功機會。 

就學術研究而言：第一，本研究為價格品質關係研究引入知覺經濟階級流

動性作為新的前因。第二，本研究也為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文獻引入公正市場

意識形態作為新的下游心理反應，並擴展其在消費行為的應用範疇。第三，本

研究提供了具體可行的方法減緩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所可能對廠商所帶來

的衝擊。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 

一、價格品質關係 

由於價格設定直接影響利潤，而消費者又將市場價格視作產品品質訊號，

過去數十年有眾多學者投入價格品質關係的研究 (Szybillo & Jacoby, 1974; 

Monroe & Dodds, 1988; Rao, 2005; Völckner & Hofmann, 2007; Imkamp, 2008; 

Imkamp, 2018)，近期的匯總研究卻認為：價格與產品的客觀品質之間之幾乎毫

無正相關，亦即不存在真實的「一分錢一分貨」關係(Imkamp, 2008; Kirchl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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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Imkamp, 2018)，而且價格與客觀品質間的相關性，遠低於價格與消費者

主觀品質感受之間的相關性(Cronley et al., 2005; Boyle & Lathrop, 2009)。例如

Imkamp (2018)指出，在過去的研究中價格與客觀品質間的相關係數僅約 0.2，

且僅有 4%的價格變異可以被品質差異所解釋。 

同時許多研究也指出：價格是作為與品質本身無直接關係的外部線索

(extrinsic cues)，卻會被消費者作為品質評估的捷思(heuristic)；即便研究中發現

產品客觀品質與價格本身幾乎無關，但多數消費者心中依然有「一分錢一分貨」

的價格品質關係信念(Duncan, 1990; Imkamp, 2018)，主觀上視價格為品質評估的

有效指標(Szybillo & Jacoby, 1974; Lambert, 1981; Rao & Monroe, 1989; Duncan, 

1990; Rao, 2005)，且即便在當前經濟背景下，價格與主觀品質間依然有中等相

關性(Boyle & Lathrop, 2009)。更重要的是，近期研究指出：消費者透過價格進

行的推論不限於主觀品質，更延伸到使用產品時的品質感受(Shiv, et al., 2005; 

Samper & Schwartz, 2013)。例如 Shiv et al. (2005)發現消費者認為低價格的機能

飲料效果較差，而 Samper & Schwartz (2013)則發現低價藥品會讓消費者感受到

較高風險。 

最後一個研究取向則探討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消費者使用價格作為主觀品質

評估線索的程度，例如當價格與其他資訊一起出現時價格是否依然有效

(Szybillo & Jacoby, 1974; Rao & Monroe, 1989; Dawar & Parker, 1994; Miyazaki et 

al., 2005; Vlaev et al., 2009)。其他曾探討過的因素包括任務情境與條件(Suri & 

Monroe, 2003; Chang et al., 2015)、消費者資訊處理動機與相關知識(Rao & 

Monroe, 1988; Mitra, 1995)、消費者資訊處理模式與流暢性(Kardes et al., 2004; 

Cronley et al., 2005)、消費者內在價值觀與身份認同(Pettit et al., 1985; Yang et al., 

2019)、解釋水平(Yan & Sengupta, 2011)、心理距離(Bornemann & Homburg, 

2011)、與目標導向(Lin et al., 2007)等。 

這些研究雖然對瞭解消費者主觀價格品質關係的可能影響因素有重要貢

獻，但卻鮮少觸及消費者對整體社會的感受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少數的兩個例

外中，Lalwani & Shavitt (2013)透過比較不同國家及改變操弄方式，發現高相依

自我建構的社會(例如印度)或消費者，會比起獨立自我建構的社會或消費者更傾

向於使用價格作為品質評估基礎，這是因為相依自我建構者使用更多的全觀性

思考(holistic thinking)所致。在後續研究中 Lalwani & Forcum (2016)則發現權力

距離信念較強的社會或消費者會有較高的結構需要(need for structure)，從而使

其更可能使用價格作為品質評估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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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文獻可發現：雖然價格品質關係研究已有許多豐富成果，但探討

可能的影響因子時卻多集中在個人或任務特質上，雖有 Lalwani & Shavitt (2013)

與 Lalwani & Forcum (2016)從社會文化角度進行研究，但有關消費者對所屬社

會結構特徵之主觀感受如何影響價格品質關係信念與價格捷思使用卻依然付之

闕如。為彌補此研究缺口，本研究引入經濟階級流動性，作為新穎的消費者主

觀價格品質關係前因。 

二、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 

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定義為：個體主觀認為其所處社會中，社會經濟地位

向上流動的可能性(Davidai & Gilovich, 2015; Kraus, 2015; Kraus & Tan, 2015; 

Yoon & Wong, 2015; Yoon & Kim, 2016; Day & Fiske, 2017; Davidai, 2018; 

Davidai & Gilovich, 2018; Yoon & Kim, 2018)。雖然可透過稅收資料等方式估計

客觀的國家整體經濟階級流動性資料(例如：Chetty et al., 2014, 2017)，但近年來

社會心理學家發現經濟階級流動性也是一種個人主觀信念，可作為穩定的長期

感受加以衡量，亦可透過短期的實驗刺激加以操弄(例如：Kraus & Tan, 2015; 

Yoon & Kim, 2016; Day & Fiske, 2017; Yoon & Kim, 2018)。 

經濟階級流動性做為個人主觀信念，學者的關注焦點多半集中在個體所感

受到的主觀經濟階級流動性與真實社會整體情況間的差異(Chambers et al., 

2015; Davidai & Gilovich, 2015; Kraus, 2015; Kraus & Tan, 2015; Swan et al., 

2017; Davidai & Gilovich, 2018)；許多研究發現美國民眾過度樂觀地估計自身的

經濟階級向上流動性(Davidai & Gilovich, 2015; Kraus, 2015; Kraus & Tan, 2015; 

Alesina et al., 2018; Davidai & Gilovich, 2018)。而有關經濟階級流動性如何影響

個體生理、心理與行為反應的研究中，學者們指出：低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可

能會導致病態式賭博(Tabri et al., 2015)；而高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個體會有比

較低的風險行為傾向(Ritterman Weintraub et al., 2015)。近期一項研究顯示：高

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學生面對困難課業會展現出比較高的毅力(Browman et 

al., 2017)。在身心健康研究中，經濟階級向上流動有助整體福祉與身心健康狀

況(Nikolaev & Burns, 2014; Cundiff et al., 2017; Zhao et al., 2017; Chan, 2018)。 

在消費者與行銷研究中，雖然社會階級一直受到學者關注(例如：Coleman, 

1983; Shavitt et al., 2016)，但卻鮮少將經濟階級流動性作為研究核心並探討其對

消費者之影響。Yoon & Wong (2015)首先發現高經濟階級流動性提高消費者財務

風險追求的傾向，並發展具體的經濟階級流動性衡量工具。Yoon & Ki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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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衡量與操弄的多樣方式，發現高經濟階級流動性的消費者會更加自我節制

以追求長期的財務成功，從而會降低其衝動性購買的傾向，而此效果係受到長

期目標承諾的中介。而在其後續研究中(Yoon & Kim, 2018)，則發現低經濟階級

流動性且低階層的消費者更可能會產生多樣性尋求(variety seeking)的行為以彌

補控制感缺失。最後，Bellezza et al. (2017)則發現高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消費

者，更可能把忙碌與缺乏休閒視作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 

從上述文獻回顧中可發現：個體對經濟階級流動性主觀知覺，不僅往往與

客觀社會現實情況間有落差，且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確會改變個體的心理反

應與行為；而經濟階級流動性如何影響消費者行為則正開始受到學者關注，其

可能產生的影響仍然有相當的探索空間。以下本研究根據制度合理化理論與相

關文獻實證結果，主張經濟階級流動性會提升公正市場意識形態，從而使消費

者更加傾向於使用價格作為品質評估線索。 

三、制度合理化理論 

(一) 理論基礎與行銷領域成果 

制度合理化理論認為：社會群體具有維持社會穩定現狀、支持既有社會結

構、防禦既有社會體系、與抗拒社會變革的內在動機，從而傾向於認為整個社

會體系是公正、正當、且可信賴的(Jost & Banaji, 1994; Jost et al., 2004; Osborne et 

al., 2019)。更重要的是，這種制度合理化的傾向，並不因為階級差異而有所不

同，不論是高低社會階級的個體都會展現出這種傾向(Jost et al., 2004; Magee & 

Galinsky, 2008)。Jost & Hunyady (2005)指出個體為合理化當前的社會體系，會

傾向於支持各種意識形態，例如：功績主義(meritocratic ideology)、政治保守主

義、權力距離信念、公正市場意識形態(fair market ideology)、及經濟制度合理

化(economic system justification)等。 

在政治與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制度合理化理論有效地解釋為什麼社會中會

存在各種不平等現象但鮮少有人願意反抗(Napier & Jost, 2008; van der Toorn et 

al., 2015)、刻板印象的存在(Haines & Jost, 2000; Kay & Jost, 2003; Jost & Kay, 

2005)、及對於既有政治與宗教體系的支持(Jost et al., 2014; Azevedo et al., 

2017)。甚至有研究發現，即便支持當前社會體制可能有違自身的福祉但個體仍

然會展現出制度合理化的傾向(Jost & Hunyady, 2003; Jost et al., 2004; van der 

Toorn et al., 2015; Tan et al., 2017; Trump, 2018; Osborne et al., 2019)。這是因為

藉由合理化當前社會的制度體系，可降低認知失調、舒緩心理壓力甚至提高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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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Jost & Banaji, 1994; Jost & Hunyady, 2003; Jost et al., 2004; Jost & Hunyady, 

2005; Napier & Jost, 2008)。 

在行銷與消費者行為領域，部分學者曾經以制度合理化理論為基礎探討其

對消費者的影響。例如 Cutright et al. (2011)發現消費者在面對自身所處的社會

體系遭受攻擊時，會透過消費特定品牌來支持或維護既有社會體系；且對當前

社會體系有較高信心的消費者會傾向於選購彰顯當前社會體系主流意識形態的

品牌，但對於社會體系較為不滿的則剛好相反(Shepherd et al., 2015)。而高經濟

制度合理化信念的消費者會對公平貿易有較負面的態度(Rios et al., 2015)、以及

使政治保守主義者對負面消費事件比較不會抱怨(Jung et al., 2017)。雖然 Jost 

(2017)在最近的研究中，呼籲研究者可以從制度合理化的觀點探討消費者行為，

以裨益於行銷與消費者研究領域，但利用制度合理化理論探討消費者行為的研

究趨勢仍屬開端。 

(二) 經濟階級流動性與制度合理化傾向 

社會心理學與政治領域研究中發現許多因素會影響個體制度合理化的傾向

(Jost & Hunyady, 2005)，包括個人特質(van der Toorn et al., 2015)、制度特徵

(Blanchar & Eidelman, 2013)、與社會規範(Eibach et al., 2015)，但也包括許多情

境因素(Landau et al., 2004; Ullrich & Cohrs, 2007; Jolley et al., 2018)。例如

Landau et al. (2004)與 Ullrich & Cohrs (2007)都發現：單純地接觸到恐怖攻擊的

訊息便足以提升個體對當前政治制度或保守派候選人的支持度。 

而近期研究指出：作為社會經濟體系特徵的經濟階級流動性，也會影響消

費者的制度合理化傾向。例如 Benabou & Ok (2001)的「向上流動展望假說

(prospect of upward mobility hypothesis)」認為：如果個體認為未來經濟階級可向

上流動，則較不支持改變社會體系現狀的財富重分配；反之，向下流動會導致

個體更加支持財富重分配，並獲得實證資料支持(Alesina & La Ferrara, 2005; 

Cojocaru, 2014; Jaime-Castillo & Marques-Perales, 2014; Dabalen et al., 2015; 

Alesina et al., 2018)。Alesina & La Ferrara (2005)的研究便具體發現：個體的主觀

經濟階級流動性負向預測其對貧富差距重分配的政策支持度，因為高經濟階級

流動性的個體認為美國社會是機會均等的社會，貧富差距來自於個人努力而非

制度缺失。Jaime-Castillo & Marques-Perales (2014)則發現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

越差的個體會越傾向於反對制度合理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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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於貧富不均成因的解釋上，Gugushvili (2016a, 2016b)發現：主觀認為

自身在經濟階級可向上流動的個體會認為經濟結果是公平的、而所得差異與貧

富不均也是可接受的，亦即支持經濟制度合理化信念(Jost & Thompson, 2000)，

同時更傾向於將貧窮的責任歸諸於懶惰或缺乏意志力，而不會歸因於制度，展

現出制度合理化反應(Gugushvili, 2016b)。 

最直接的證據來自於近期心理學研究(Shariff et al., 2016; Day & Fiske, 

2017; McCall et al., 2017)，例如 Shariff et al. (2016)透過跨國資料比較與實驗設

計的方式，發現如果個體認為未來的經濟階級可以向上提升，則更願意忍受當

前社會制度下的貧富不均問題，亦即展現出較高的制度合理化傾向。McCall et 

al. (2017)也發現：透過給予受試者貧富不均的資訊便足以降低未來經濟階級流

動性信念，從而提升對所得重分配政策的支持，亦即展現出較低的制度合理化

傾向。而 Day & Fiske (2017)則更直接提供實驗證據，發現接觸到低經濟階級流

動性資訊後，個體會有較低的功績主義信念與較低的公正世界信念，並降低整

體的制度合理化傾向。綜合這些文獻，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有關經濟階級流動性

之效果的明確可能性：相較於低經濟階級流動性，高經濟階級流動性會有較高

的制度合理化傾向。 

四、經濟階級流動性、公正市場意識形態、與價格品質關係 

根據以下理由，本研究主張：相較於高經濟階級流動性，低經濟階級流動

性會使消費者有較低的公正市場意識形態，從而降低其使用價格作為品質評估

捷思的的可能性。 

首先，公正市場意識形態是制度合理化理論中關鍵的意識形態前因，代表

個體對自由市場制度的擁護與支持(Jost et al., 2003; Jost & Hunyady, 2005)，高公

正市場意識形態個體認為自由市場制度產生的結果不僅符合效率且是公平正當

的、主張自由市場制度應該讓各方各取所需、交易雙方應該能夠獲得等值的報

償，最重要的是：公正市場意識形態認為市場價格就是買賣雙方所同意的公平

價格(Jost et al., 2003)。 

其次，資本主義與其核心的自由市場制度被認為是貧富不均與經濟階級流

動性惡化的主要根源(Piketty, 2014; Davidai, 2018)，但人們往往低估貧富不均程

度(Norton & Ariely, 2011)與高估經濟階級流動性(Kraus, 2015; Kraus & Tan, 

2015; Davidai, 2018; Davidai & Gilovich, 2018)，並進而合理化當前社會體系中自

由市場制度帶來的不公義與貧富不均問題(Tyler, 2011; Caruso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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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dos et al., 2016; Shariff et al., 2016)。如同 Tyler (2011)所指出的：對自由市場

制度的信念誇大了人們所感受到的經濟階級流動性，創造出與現實不符的假

象。而一旦人們發現到貧富不均帶來的經濟階級流動性降低問題時，其對自由

市場制度的支持也隨之下降(GlobeScan, 2011; Tabb, 2012)。 

Day & Fiske (2017)更進一步指出：由於人們高估經濟階級流動性，因此當

接觸到低於其理想狀態的階級流動性資訊時，會反過來修正其內在的制度合理

化意識形態。雖然 Day & Fiske (2017)並未測試經濟階級流動性對公正市場意識

形態的影響，但本研究同樣認為其論述適用於此處。具體而言，本研究推論：

當消費者接觸到低於理想狀態的低經濟階級流動性資訊時，會對當前自由市場

制度產生反思，調降其內在公正市場意識形態。換句話說，知覺經濟階級流動

性會與公正市場意識形態有正向關係。 

第三，作為用以加速決策的市場信念與捷思，價格品質關係信念往往成形

於消費者與市場體制間的互動(Duncan, 1990)，而行銷領域文獻指出自由市場制

度下消費者期望廠商會以消費者付出的成本回報對等的品質 (Chernev & 

Carpenter, 2001; Zhou et al., 2002; Kramer et al., 2012)。如同 Chernev & Carpenter 

(2001)所言：在這樣的市場下，沒有所謂免費的午餐，消費者會認為付出多少得

到多少，得到越多好處就得付出越多成本，沒有所謂撿便宜可言。Zhou et al. 

(2002)也具體發現：相較於中國的非自由市場體制，在美國自由市場體制下，消

費者會藉由與市場的互動發展出較為強烈的價格品質關係信念。Kramer et al. 

(2012)針對藥品副作用的研究也指出：消費者會認為有副作用的藥品(亦即成本

較高)，其藥效較佳(亦即品質較高)，否則無法在自由市場下生存。而公正市場

意識形態的核心精神之一便是認為透過自由市場體制而決定的價格便是公正的

價格、廠商在消費者願意接受的情況下收取高價格是合理的、以及自由市場中

人們的獲得需與其付出相當(Jost et al., 2003)。由於價格品質關係信念正是一種

消費者在自由市場體制下所形成的「一分錢一分貨」、「付出多少得到多少」的

信念，因此本研究認為支持公正市場意識形態的消費者會有較高的價格品質關

係信念。 

第四，個體支持自由市場制度的程度與其使用捷思處理(heuristic processing)

及仰賴直覺有正相關(Sterling et al., 2016)，但是與使用系統性思考(system 

thinking)、抽象思考、認知需要(need for cognition)有負相關(Lezak & Thibodeau, 

2016; Sterling et al., 2016) 。與此相似的是： Heath & Gifford (2006) 及

Lewandowsky et al. (2013)都發現越強烈擁護自由市場的個體往往選擇漠視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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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而仰賴自身信念，Sterling et al. (2016)更直指使用自由市場意識形態與個體

選擇接受似是而非論述的關係是透過捷思與直覺思考的中介。由於價格品質關

係是一種消費者對於市場運作的捷思與主觀信念(Duncan, 1990; Rao, 2005)，且

在缺乏其他資訊幫助做系統性品質評估時消費者會較為仰賴價格 (Rao & 

Monroe, 1988; Miyazaki et al., 2005)，本研究認為自由市場意識形態會與價格品

質關係信念有正相關。 

綜合上述理由，本研究具體主張：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與公正市場意識形態

間有正向關係，且由於擁護自由市場制度的個體認為市場價格代表人們為取得產

品應該付出的合理價格(Chernev & Carpenter, 2001; Zhou et al., 2002; Jost et al., 

2003)，會與個體仰賴捷思與直覺的程度有正向關係(Lezak & Thibodeau, 2016; 

Sterling et al., 2016)。正因為價格品質關係是一種常見的捷思(Duncan, 1990; Rao, 

2005)，因此高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消費者會更傾向於使用價格作為品質評估線

索，而此效果乃是受到公正市場意識形態中介。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1. 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越高，消費者越傾向於使用價格作為品質評

估線索 

H2. 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對消費者價格品質關係推論的影響受到公

正市場意識形態中介。 

參、實驗一 A：經濟階級流動性與價格品質關係信念 

一、目的與設計 

實驗一 A 第一個目的在透過操弄經濟階級流動性驗證其對價格品質關係信

念的影響(H1)與公正市場意識形態所扮演的中介角色(H2)，第二則是透過加入

控制組探討經濟階級流動性效果發生在何種情境下。第三則是由於 Jost & 

Hunyady (2005)認為權力距離信念是制度合理化理論的重要意識形態，且

Lalwani & Forcum (2016)驗證權力距離信念是價格品質關係信念的前因，因此有

必要排除經濟階級流動性是透過權力距離信念而影響價格品質關係信念的可能

性。為達上述目的，實驗一 A 採單因子三水準受試者間設計(高經濟階級流動性 

vs. 低經濟階級流動性 vs. 控制組)，扣除 9 位無法正確回想實驗刺激內容的受

試者，共計 156 台灣地區受試者完成實驗以換取參加禮券抽獎的機會(男性 83

人，平均 37.9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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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變數操弄 

為操弄經濟階級流動性，本研究參考 Yoon & Kim (2016)中 Study 1 與 Day & 

Fiske (2017)的作法。具體而言，受試者會被要求閱讀一篇報紙文章，而透過不

同文章內容操弄經濟階級流動性。在高經濟階級流動性下，報紙文章內容描述

台灣多數民眾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青年投入新創事業與追求夢想、台灣階級

依然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在低經濟階級流動性下則是描述台灣薪資停滯、貧富

不均、而社會階級間難以透過教育翻轉。控制組的受試者則是閱讀一則有關居

家收納的文章。 

三、過程與衡量 

進入實驗後，本研究告知受試者此研究包含兩個無關部分。第一個部分在

瞭解消費者對文章的記憶能力，並隨機指派受試者至不同情境，請受試者在閱

讀文章時記憶內容，之後會進行回想測試。在閱讀完指派到的文章記憶內容後，

受試者進入第二個部分生活形態調查，依序回答價格品質關係信念(Lichtenstein 

et al., 1993; α = .91)、權力距離信念(Zhang et al., 2010; α = .91)、公正市場意識形

態(Jost et al., 2003; α = .90)、與作為操弄檢定的經濟階級流動性感受(Yoon & 

Wong, 2015; α = .92)，受試者再以 MacArthur 階梯量表報告主觀社會經濟階級

(Adler et al., 2000)、性別與年齡(題項內容請參閱表 1 與附錄一)。最後請受試者

回想剛剛文章的標題，並給予選擇題選擇，無法正確回想實驗刺激者可見其對

實驗投入程度過低，視為無效樣本。 

四、分析與結果 

(一) 操弄檢定 

本研究首先針對經濟階級流動性操弄進行檢定。ANOVA 結果顯示不同情

境下的受試者有顯著差異(F(2, 153) = 13.75, p < .001)，Scheffe 事後檢定發現：

比起低經濟階級流動性情境，高經濟階級流動性情境的受試者的經濟階級流動

性知覺較高(M 高 = 4.51, SD 高 = 1.17；M 低 = 3.55, SD 低 = 1.46, p = .001)2，然而

                                                       
2 作者依照審查委員建議，將控制組之分析結果移至附註中，便利讀者專注在高低兩種

情境間的比較。在操弄檢定的部分：高經濟階級流動性情境與控制組無顯著差異(M 控制 
= 4.76, SD = 1.07, p = .60)，控制組與低經濟階級流動性情境間有顯著差異(p < .001)。
在價格品質信念上，低經濟階級流動性下(M 低 = 4.30, SD = 1.42)價格品質關係信念顯

著低於控制組(M 控制 = 4.99, SD = 1.05, p = .01)，但是控制組與高經濟階級流動性組間

無顯著差異(p = .99)。公正市場意識形態亦同：低經濟階級流動性下(M 低 = 4.00, 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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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觀社會經濟階級(M = 5.04, SD = 1.85)與年紀上，三種情境間無顯著差異

(F(2, 153) < .79, p > .46)，上述結果代表本研究操弄成功。 

(二) 假說驗證 

為驗證本研究 H1 與 H2，以不同情境為自變數，受試者性別、年齡、與主

觀社會經濟階級作共變數，對價格品質關係信念與公正市場意識形態做 GLM 分

析。結果顯示：控制變數無顯著影響(p > .08)，但不同情境間的價格品質關係信

念有顯著差異(F(2, 150) = 6.44, p = .002)。由於控制變數無影響，改以 ANOVA

搭配 Scheffe 事後檢定發現：不同情境間價格品質關係信念依然有顯著差異(F(2, 

153) = 6.39, p = .002)，而低經濟階級流動性下(M 低 = 4.30, SD = 1.42)價格品質

關係信念顯著低於高經濟階級流動性情境下(M 高 = 5.00, SD = .92, p = .009)。 

本研究改對公正市場意識形態作 GLM 分析發現：控制變數中僅主觀社會

經濟階級有顯著影響(F(1, 150) = 5.95, p = .02)，主觀社會經濟階級與公正市場意

識形態有正相關(r = .19, p = .02)，此結果與 Day & Fiske (2017)在制度合理化意

識形態研究上之發現相同。更重要的是不同情境間的公正市場意識形態有顯著

差異(F(1, 150) = 6.07, p = .003)。改以 ANOVA 搭配 Scheffe 事後檢定(F(1, 153) = 

5.70, p = .004)發現：低經濟階級流動性下公正市場意識形態(M 低 = 4.00, SD = 

1.31)顯著低於高經濟階級流動性(M 高 = 4.64, SD = .97, p = .01)。 

若對權力距離信念作相同的分析，則發現：控制變數無顯著影響(p > .10)，

但不同情境間的權力距離信念有顯著差異(F(2, 150) = 4.54, p = .01)。改以

ANOVA 搭配 Scheffe 事後檢定發現：不同情境間權力距離信念有顯著差異(F(1, 

153) = 4.48, p = .01)，而低經濟階級流動性下(M 低 = 2.18, SD = 1.25)權力距離信

念顯著低於高經濟階級流動性(M 高 = 2.92, SD = 1.67, p = .03)。 

 

 

                                                                                                                                               
1.31)公正市場意識形態顯著低於控制組(M 控制 = 4.60, SD = .88, p = .02)，但控制組與

高經濟階級流動性組間無顯著差異(p = .99)。權力距離信念：低經濟階級流動性下(M
低 = 2.18, SD = 1.25)與控制組有顯著差異(M 控制 = 2.88, SD = 1.32, p = .05)，但控制組

與高經濟階級流動性無顯著差異(p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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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變數之定義、衡量工具來源、與範例題項 
變數名稱 

(所使用實驗) 
定義 衡量工具來源與範例題項 

經濟階級流動性 
(所有實驗) 

個體主觀認為其所

處社會中，社會經

濟地位向上流動的

可能性 

Yoon & Wong (2015) 
每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在經濟階級

向上移動。(Everyone has a fair chance 
at moving up the economic ladder. ) 

價格品質關係信念

(一 A、一 B) 
個體主觀認為價格

是否能夠作為產品

品質指標的程度 

Lichtenstein et al. (1993) 
整體來說，一個產品的價格越高，其

品質越好。(Generally speaking, the 
higher the price of a product, the 
higher the quality.) 

公正市場意識形態

(一 A、一 B、二 A)
個體對自由市場制

度的擁護與支持程

度 

Jost et al. (2003) 
自由市場制度是公正的制度。(The 
free market system is a fair system) 

權力距離信念 
(一 A) 

個體主觀認為社會

中較無權力的人們

預期跟接受社會中

權力分配不均等的

程度 

Zhang et al. (2010) 
目前在我心中，我的想法比較認同以

下所說的…(1 = 階級社會是重要

的，7 = 平等社會是重要的) 

經濟制度合理化 
(一 B) 

經濟制度帶來的貧

富不均是否是自然

的、不可避免的、

且合理的 

Jost et al. (2003)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eliminate 
poverty.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中介效果驗證 

為確保本研究所主張之效果乃是受公正市場意識形態而非權力距離信念中

介，本研究首先以受試者性別、年齡、與主觀社會經濟階級作控制變數，公正市

場意識形態與權力距離信念作自變數，價格品質關係信念作依變數進行多元迴

歸。結果發現與 Lalwani & Forcum (2016)相同，權力距離信念對價格品質關係信

念有顯著正向係數(β = .15, p = .04)；與本研究預期一致，公正市場意識形態亦有

一顯著正向係數(β = .45, p < .001)，其餘控制變數無顯著效果(p > .08)。 

其次，將無差異的高經濟階級流動性與控制組資料集合為一組。並以經濟階

級流動性情境(高與控制組 = 1, 低 = 0)，受試者性別、年齡、與主觀社會經濟階

級作共變數，權力距離信念與公正市場意識形態做中介變數，價格品質關係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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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依變數，在 5000 次抽樣下以 Hayes (2013)之 Model 4 作 Bootstrapping 分析，結

果發現：在同時考量權力距離信念與公正市場意識形態的中介效果時，經濟階級

流動性對價格品質關係信念有一微弱的直接效果(b = .36, SE = .18, p = .05, 95% 

CI [.00, .72])，但此時有一顯著透過公正市場意識形態的間接效果(b = .28, SE 

= .12, 95% CI [.08, .54])，而透過權力距離信念的間接效果則否(b = .07, SE = .05, 

95% CI [-.02, .18])。 

即便單獨考慮權力距離信念，亦非有效的中介變數(95% CI [-.01, .20])，且此

時經濟階級流動性依然有一顯著的直接效果(b = .63, SE = .19, p =.001, 95% CI 

[.25, 1.02])。若僅考慮公正市場意識形態的中介效果，經濟階級流動性此時雖有

直接效果(b = .42, SE = .18, p = .02, 95% CI [.07, .78])，但亦有一顯著透過公正市場

意識形態的間接效果(b = .28, SE = .12, 95% CI [.09, .54])。上述結果顯示：經濟階

級流動性性並非透過權力距離信念，而是透過公正市場意識形態影響消費者價格

品質關係信念。 

肆、實驗一 B：排除經濟制度合理化的替代解釋 

一、目的與設計 

實驗一 A 中發現單純閱讀有關經濟階級流動的新聞報導便足以影響受試者

的價格品質關係信念，且此效果是透過公正市場意識形態中介而非權力距離信

念；且實驗一 A 透過加入控制組，確定經濟階級流動性對價格品質關係信念的

效果，是發生在低經濟階級流動性組別上。實驗一 B 試圖重複實驗一 A 之主要

發現，且排除與公正市場意識形態有關之經濟制度合理化(Jost & Thompson, 

2000)為中介機制的可能性。經濟制度合理化係指個體認為社會間貧富不均與階

級差異是來自於個人努力或是整體制度因素所導致，貧富不均與階級差異是必

然且可接受的結果(Jost & Thompson, 2000)。制度合理化研究(Jost et al., 2003)發

現經濟制度合理化與公正市場意識形態間具有正相關，且經濟階級流動性與經

濟制度合理化有正相關(Mandisodza et al., 2006)。由於經濟階級流動性亦牽涉到

經濟階級差異，因此有必要考慮經濟制度合理化是否為中介因素。為達上述目

的，本研究設計單因子二水準受試者間設計，操弄經濟階級流動性高低，並透

過 Amazon Mechanical Turk 招募 120 位美國地區受試者，扣除未依指示進行任

務者，共計 117 個可用樣本（男性 65 人，平均年齡 38.69 歲），每位給予 0.5 美

元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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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變數操弄 

為操弄經濟階級流動性，本研究採取 Yoon & Kim (2016)中 Study 3 作法，給

予受試者一項寫作任務。在高(低)經濟階級流動性下，受試者撰寫三個理由支持

(反對)以下論述：“Everyone has a fair chance at moving up the economic ladder.”。
常見的支持理由包括每個人都應該不被歧視、我們是自由市場、學校教育可以提

供技能與知識等；而常見的反對理由包括：美國是一個充滿種族主義的社會、有

些人的家庭背景較為弱勢、社會制度僵化等等。 

三、過程與衡量 

進入實驗後，本研究告知受試者此研究包含兩個無關部分。第一個部分目

的在於瞭解民眾對於美國社會的看法，第二個部分則是調查消費者的生活形

態。之後受試者隨機指派到不同經濟階級流動性的操弄並進行寫作任務。在寫

作任務後，第二個部分中，則以和實驗一 A 相同之題項依序報告價格品質關係

信念(α = .91)、公正市場意識形態(α = .90)、經濟制度合理化(Jost et al., 2003; α 

= .81)、與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α = .86)。最後受試者以 MacArthur 階梯量表報

告主觀社會經濟階級(Adler et al., 2000)，同時並紀錄性別與年齡(請參閱表 1 與

附錄一)。 

四、分析與結果 

(一)  操弄檢定 

獨立樣本 t檢定顯示不同情境下的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有顯著差異(t(115) = 

4.04, p < .001)，高經濟階級流動性情境的受試者有較高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M

高 = 5.06, SD 高 = .93; M 低 = 4.28, SD = 1.16)，但在主觀社會經濟階級(M = 5.66, 

SD = 2.43, t(115) = .81, p = .37)及年齡(t(115) = .35, p = .73)上沒有顯著差異，本

研究經濟階級流動性的操弄成功。 

(二) 假說驗證 

獨立樣本 t 檢定指出：高經濟階級流動性情境的受試者有較高的價格品質

關係信念(M 高 = 4.98, SD = 1.20; M 低 = 4.37, SD = 1.38; t (115) = 2.58, p = .01)、

公正市場意識形態(M 高 = 4.58, SD = .95; M 低 = 3.93, SD = 1.17; t (115) = 3.30,  

p = .001)、與經濟制度合理化(M 高 = 3.94, SD = 1.35; M 低 = 3.46, SD = 1.12; 

t (115) = 2.05, p = .04)，支持本研究假說 H1。值得注意的是，公正市場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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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制度合理化間有一顯著正相關性(r = .35, p < .001)，此結果與 Jost et al. 

(2003)之發現相同且係數大小相近；而價格品質關係信念與公正市場意識形態

(r = .41, p < .001)及經濟制度合理化(r = .25, p = .007)都有一正向相關係數。 

表 2：實驗一 B 迴歸分析結果 

 依變數： 
價格品質關係信念

依變數： 
公正市場意識形態

依變數： 
經濟制度合理化 

經濟階級流動性 β = .25, p = .01 β = .31, p < .001 β = .21, p = .02 

主觀社會經濟階級 β = .03, p = .71 β = .35, p < .001 β = .20, p = .03 

年齡 β = .02, p = .83 β = .13, p = .11 β = .07, p = .48 

性別 β = .11, p = .22 β = .24, p = .003 β = .22, p = .01 

F-value F = 2.80, p = .03 F = 11.24, p < .001 F = 4.15, p = .004 

Adj. R2 .06 .26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經濟階級流動性情境為自變數(高 = 1，低 = 0)，主觀社會經濟階級地

位、年齡與性別為控制變數，分別對價格品質關係信念、公正市場意識形態、

經濟制度合理化進行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匯總如表 2。從表 2 中可發現，主觀

社會經濟階級對價格品質關係信念無顯著效果，但對公正市場意識形態與經濟

制度合理化則有一顯著的正向影響；此外，男性抱持較強的制度合理化意識形

態，與過去研究之發現相同(Jost & Kay, 2005)。更重要的是，即便納入控制變

數後，經濟階級流動性操弄依然有顯著影響，與 Day & Fiske (2017)的發現相

呼應。 

為驗證公正市場意識形態是否扮演顯著中介角色，本研究以價格品質關係

信念為依變數，公正市場意識形態為中介變數，經濟階級流動性情境作為自變

數(0 = 低，1 = 高)，並以主觀社會經濟階級地位、年齡、與性別作為控制變數，

透過 Bootstrapping 法(Model 4, Hayes, 2013)在 95%信賴水準之下進行 5000 次分

析。結果顯示：排除控制變數所可能帶來的影響下，原本經濟階級流動性對價

格品質關係信念的影響，在加入公正市場意識形態後消失(b = .32, SE = .23, p 

= .18, 95% CI [-.15, .81])，但此時有一透過公正市場意識形態的間接效果(b = .33, 

SE = .14, 95% CI [.10, .63])，代表公正市場意識形態中介經濟階級流動性對價格

品質關係信念的影響，支持本研究假說 H2。 

若改以經濟制度合理化作為中介變數，經濟階級流動性的直接效果依然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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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b = .55, SE = .25, p = .03, 95% CI [.06, 1.03])，且經濟制度合理化的間接效果

不顯著(b = .10, SE = .08, 95% CI [-.01, .29])，故經濟制度合理化並非中介變數。

而當同時納入公正市場意識形態與經濟制度合理化作為中介變數時，僅有透過

公正市場意識形態的顯著間接效果(b = .32, SE = .14, 95% CI [.08, .62])，制度合

理化依然無顯著間接效果(b = .01, SE = .06, 95% CI [-.10, .15])。此結果代表經濟

制度合理化可以自潛在的中介機制中加以排除。 

伍、實驗二 A：產品品質評估任務 

一、目的與設計 

實驗二 A 的主要目的在於：第一，由於實驗一 A 與一 B 發現，低經濟階級

流動性知覺的消費者會有較低的價格品質關係信念，這意味著他們應該傾向於

不使用價格作為品質評估的線索。然而在真實品質評估任務中是否如此則尚不

可知，因此實驗二透過給予真實產品的品質評估任務，更直接地驗證經濟階級

流動性對消費者使用價格作為品質評估線索的影響。第二，實驗二 A 試圖重複

驗證公正市場意識形態的中介效果。為達上述目的，實驗二採取單因子二水準

受試者間設計，操弄經濟階級流動性(高 vs. 低)。透過 Amazon Mechanical Turk

招募美國一般受試者參與，給予美金 1.5 元為報酬，共計 107 個有效樣本(男性

49 人，平均年齡 36.36 歲)。 

二、自變數操弄 

為操弄經濟階級流動性，本研究比照 Yoon & Kim (2018)的作法，透過不同

的新聞報導加以操弄(報導內容取自 Yoon & Kim [2018])。在高流動性情境下，

受試者會閱讀到一則紐約時報的網路文章，文章標題「American Dream: Good 
news on economic mobility」；在低流動性情況下，受試者所接觸的標題是：

「American Nightmare: What happened to economic mobility?」。 

三、過程與衡量 

研究人員告知受試者本研究包含兩項彼此不相關的任務，在第一個新聞閱

讀與記憶任務中，受試者根據指派到的文章進行閱讀，研究人員要求受試者試

圖記憶文章的主旨概要，因為將在最後針對文章內容進行記憶測驗。第二個部

分則是以 Kardes et al. (2004)的作法為基礎進行品質評估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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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受試者透過導引文字，得知第二階段是想瞭解消費者如何在既

有的產品資訊下進行品質評估。之後受試者會閱讀一份取自 Wine Enthusiast 

Magazine 的 Top 100 Best Buys 2017 資料，以隨機排列的方式呈現 30 支年度最

值得購買紅酒資料，包括酒莊品牌、產地、品質評分、與零售價。此部分讓受

試者熟悉各種品牌、品質評分、與零售價資訊。這 30 支紅酒的平均品質評分為

89.37 分(SD = 1.16)，平均零售價為 12.47 美金(SD = 2.32)。品質評分與零售價

格間呈現顯著正相關(r = .76, p < .001)。受試者可以花費他們想要的時間閱讀該

資訊，接著受試者對 15 支匿名紅酒在僅給予價格資訊下進行品質評估(從 1-100

分)。用以做品質評估任務的價格水準亦取自 Top 100 Best Buys 2017 資料，價

格範圍在 8-20 美金間(M = 12.80, SD = 2.88)。 

為量測消費者利用價格作為品質評估線索的程度，本研究比照 Kardes et al. 

(2004)與 Lalwani & Forcum (2016)的作法將受試者對匿名紅酒的產品品質評分

資料對價格做相關係數，並以此相關係數作為依變數。相關係數越高，代表受

試者越以價格作為品質評估的基礎，亦即有較強的價格品質關係。此外本研究

亦以三題 7 點尺度衡量受試者對於紅酒的主觀知識(α = .85)。第三個部分則是報

告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α = .80)、公正市場意識形態(α = .90)、MacArthur 主觀

社會經濟階級(Adler et al., 2000)、性別與年齡。 

四、分析與結果 

(一) 操弄檢定 

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不同情境間有顯著的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差異

(t(105) = 4.23, p < .001)，且符合本研究預期(M 高 = 4.56, SD = .76; M 低 = 3.87, 

SD = .90)。然而同樣的獨立樣本 t 檢定則顯示年齡(p = .23)、對於紅酒的主觀知

識(M = 2.80, SD = 1.36, p = .60)、與主觀社會階級地位(M = 5.28, SD = 2.10, p 

= .12)在不同組別間沒有顯著差異。此結果顯示本研究之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操

弄成功。 

(二) 假說驗證 

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如同預期，不同情境間在使用價格作為品質評

估基礎有程度上的顯著差異(t(105) = 2.69, p = .008)，高經濟階級流動性組的相

關係數(M 高 = .61, SD = .18)顯著高於低經濟階級流動性組(M 低 = .52, SD 

= .15)，代表低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受試者比較不會使用價格作為品質評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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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同樣的現象也在公正市場意識形態上出現：不同情境間有顯著差異

(t(105) = 3.11, p = .002; M 高 = 4.57, SD = 1.08; M 低 = 3.99, SD = .82)，上述研究

結果重複驗證本研究的 H1。 

表 3：實驗二 A 迴歸分析結果 

 依變數： 
價格品質關係相關係數 

依變數： 
公正市場意識形態 

主觀社會經濟階級 β = .13, p = .19 β = .19, p = .05 

年齡 β = .00, p = .99 β = .05, p = .58 

性別 β = -.13, p = .19 β = -.08, p = .38 

經濟階級流動性 β = .23, p = .02 β = .26, p = .006 

F-value F = 2.87, p = .03 F = 3.76, p = .007 

Adj. R2 .06 .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實驗二A同樣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以經濟階級流動性情境為自變數(高 = 1，

低 = 0)，主觀社會經濟階級、年齡與性別為控制變數，對價格品質關係相關係

數與公正市場意識形態進行分析，結果匯總如表 3。從表 3 中可發現，主觀社

會經濟階級對價格品質關係相關係數無顯著效果，但對公正市場意識形態則有

一顯著正向影響(p = .05)；更重要的是，即便納入控制變數後，經濟階級流動性

依然有顯著影響，重複實驗一 A、一 B 且與 Day & Fiske (2017)發現相呼應。 

為驗證假說 H2 首先進行多元迴歸，以受試者性別、年齡、主觀知識、與

主觀社會經濟階級作控制變數，公正市場意識形態作自變數，價格品質相關係

數為依變數，發現與本研究預期一致，公正市場意識形態有一顯著正向係數(β 

= .55, p < .001)，但各控制變數都無顯著效果(p > .30)。 

其次以價格品質相關係數為依變數，公正市場意識形態為中介變數，經濟

階級流動性情境為自變數(0 = 低，1 = 高)，並以主觀社會階級、主觀知識、年

齡、與性別作為控制變數，透過 Bootstrapping 法(Model 4, Hayes, 2013)在 95%

信賴水準之下進行5000次分析。結果顯示：排除控制變數所可能帶來的影響下，

原本經濟階級流動性對價格品質關係信念的直接效果，在加入公正市場意識形

態後消失(b = .03, SE = .03, p = .30, 95% CI [-.03, .08])，但有一顯著透過公正市

場意識形態的間接效果(b = .05, SE = .02, 95% CI [.01, .08])。上述結果，支持本

研究假說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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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驗二 B：長期(chronic)經濟階級流動性感受 

一、目的與設計 

有別於前面三個實驗都是透過操弄的方式影響受試者的短期經濟階級流動

性知覺，本研究在實驗二 B 中不操弄短期感受，而改衡量長期(chronic)經濟階

級流動性知覺，以瞭解不同長期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消費者面對品質評估任

務是否也會展現與短期操弄相似的結果。此外，實驗二 A 中使用紅酒作為目標

產品，然而紅酒的經驗品(experience good)特徵可能會強化消費者仰賴價格作為

品質評估線索的可能。為進一步瞭解不同經濟階級流動性感受的消費者是否在

運用價格做品質評估線索上有所差異，實驗二 B 設計一單因子二水準受試者間

設計操弄目標產品價格高低。本研究預期：對高經濟階級流動性消費者而言，

不同價格水準間的品質評估差異較大，但對低經濟階級流動性消費者此效果較

弱。實驗二 B 招募 140 位台灣地區成年受試者，扣除填答不完整後共計 136 個

樣本(男性 61 人，平均年齡 33.74 歲)。 

二、自變數操弄 

作為自變數操弄的價格水準，本研究參考 Lalwani & Shavitt (2013)以及

Lalwani & Forcum (2016)的作法，請受試者評估一個電子鬧鐘。參考實際產品

網路售價後，高價格情況鬧鐘售價為 800 元、低價格下則是 200 元。目標產品

出現時都會搭配兩個不同價格的參考產品(Lalwani & Shavitt, 2013; Lalwani & 

Forcum, 2016)，分別為 600 元與 400 元，每個產品都有相同的基本產品描

述(例如：具備夜光功能、漸進式鬧鐘、貪睡功能)，搭配產品圖片後作為實

驗刺激。 

三、過程與衡量 

研究人員告知受試者本研究包含兩項彼此不相關的任務，在第一個任務中，

受試者隨機指派到不同價格水準情況下並想像自己需要購買一個鬧鐘，並對所

提供的三項產品中的目標產品做產品品質評估(三題七點尺度，高品質的/穩定的

/可靠的，α = .89)。之後第二個任務中由受試者使用與前面相同題項報告經濟階

級流動性(α = .83)、MacArthur 階梯量表報告主觀社會階級地位(Adler et al., 

2000)、性別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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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與結果 

獨立樣本 t 檢定顯示不同價格水準情境下受試者的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M 

= 4.53, SD = 1.07, t(134) = .51, p = .61)、主觀社會經濟階級(M = 4.94, SD = 1.46, 
t(134)= 1.10, p = .27)及年齡(p = .74)都無顯著差異。而如同預期，受試者對高價

格鬧鐘的品質評估較高(t(134) = 2.41, p = .02, M 高價格 = 4.42, SD = 1.30, M 低價格 = 

3.91, SD = 1.16)。 

作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以驗證本研究的預期：以產品品質評估為依變數，

價格水準(高價格 = 1, 低價格 = 0)、平均數集中化後的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

與兩者間交乘項作為自變數，主觀社會經濟階級、年齡、與性別為控制變數。

結果顯示： 

控制變數均無顯著效果(p > .80)，價格水準有一顯著正向係數(β = .24, p 

= .005)、經濟階級流動性僅有一邊際顯著效果(p = .06)，但兩自變數間有顯著交

互效果 (β = .35, p = .003)。由於經濟階級流動性為連續變數，本研究採

Johnson-Neyman 法驗證不同經濟階級流動性下價格水準對品質評估的影響

(Spiller et al., 2013)。結果顯示：對經濟階級流動知覺大於 4.25 的受試者，價格

水準對品質評估有顯著正向影響(p < .05)，但低於 4.25 的受試者則價格水準無

影響(p > .05)。此結果符合本研究預期，亦即高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消費者會

傾向於使用價格作為品質評估線索，而低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消費者則否。 

柒、實驗三：合理化「高品質低價格」訴求 

一、假說推論與實驗設計 

透過不同操弄方式與跨國樣本，本研究發現低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消費

者，會因為降低其內在公正市場意識形態，而有較弱的價格品質關係信念(實驗

一 A、一 B)、產品品質評估與價格間的關係較弱(實驗二 A)，且對不同價格水

準產品的品質推估差異較小(實驗二 B)。 

不論美國或台灣，現今社會環境中充斥著當前社會的經濟階級流動性不如

以往的訊息，對企業而言，要如何利用這樣的環境氛圍？一個看似可行且直觀

的作法是推出訴求「高品質低價格」的產品。的確，就行銷實務而言，難以計

數的媒體報導宣稱消費者偏好「性價比」，且諸多企業在行銷溝通內容中都強調

「高品質低價格」特色。因此，「高品質低價格」訴求似乎更有可能在當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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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成功。然而本研究認為「高品質低價格」訴求可以是獲取消費者青睞的重

要商機，但不必然能夠成功。 

這是因為實驗二 B 透過直接衡量的方式發現，台灣社會中不同個體間的經

濟階級流動性知覺差異甚大(M = 4.53, SD = 1.07, Min = 1.88, Max = 7.00)。而由

於高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的消費者會有較強的價格品質關係信念，且傾向使用

價格作為品質評估線索；因此擁有彼此相衝突線索的「高品質低價格」行銷訴

求恐怕難以取信於高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的消費者。 

對企業而言具有高度重要管理意涵的問題便是：主打「高品質低價格」行

銷訴求時，是否低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消費者會相信其訴求而給予較高品質評

估，而又該如何取信於高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消費者？雖然有極少數研究曾探

索「高品質低價格」訴求與其他訴求之比較(Shirai, 2014, 2015)，但影響其效果

因素的探討仍相當缺乏。本研究根據過去文獻，主張「合理化理由」(Vlaev et al., 

2009)將可作為企業有效提升「高品質低價格」訴求效果的工具。 

回顧相關文獻，僅有 Shirai (2014, 2015)針對「高品質低價格」廣告訴求之

效果進行初步探討。其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消費者對採取「高品質低價格」

廣告訴求的產品有較高購買意願(Shirai, 2014)；且低價產品採取「高品質低價格」

廣告訴求時，具備低價格品質關係信念的消費者會有較高的品質推估(Shirai, 

2015)。過去研究指出：價格常作為品質判斷捷思(Duncan, 1990; Rao, 2005)，在

缺乏其他更能幫助判斷品質的資訊時消費者會較為仰賴價格(Rao & Monroe, 

1988; Miyazaki et al., 2005)。例如有更多購買經驗的消費者具有更多關於產品

品質的直接經驗，價格對其影響就較小(Völckner & Hofmann, 2007)。Miyazaki 

et al. (2005)也指出當消費者有更多正面資訊以支持其做出高品質評估時，價格

所扮演的捷思角色就不復存在；當缺乏此類正面資訊時，低價格將會被視為主

導的負面線索而降低品質評估。與本研究最相關的是 Vlaev et al. (2009)的看

法，他們認為：由於消費者利用價格作為品質評估線索是一種成本與利益的權

衡，如果企業能以具體的理由合理化為何低價格也可以提供高品質產品時(例如

降低不必要開支、提高供應鏈效率 )，可以使消費者產生「理由基礎

(reason-based)」的品質評估，合理化企業提供「高品質低價格」的可能性，從

而弱化價格水準與主觀品質間的關係。Vlaev et al. (2009)之主張與發現，意味著

當揭露企業之所以能夠提供「高品質低價格」的具體理由時，對消費者而言很

可能會是比起價格更有診斷性(diagnosticity; Purohit & Srivastava, 2001)的品質

評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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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在企業缺乏可以合理化「高品質低價格」訴求的理由時，此種彼此

相衝突的線索對於消費者而言將比較不可信，價格此時會成為主要的品質評估

線索(Miyazaki et al., 2005)。根據前面實驗二 B 的結果，缺乏合理化「高品質低

價格」訴求的理由時，高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消費者會給予低價產品較低的

品質評估、但低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消費者則會高估低價產品的品質水準。

這樣的看法也呼應 Shirai (2015)之發現，亦即低價格品質關係信念消費者會有對

「高品質低價格」訴求的產品有較高品質推估。 

綜合上述文獻回顧，本研究推論：消費者面對「高品質低價格」訴求的產

品時，其品質判斷水準，會受經濟階級流動性與該訴求是否具備合理化理由的

綜合影響。在缺乏具體合理化理由時，高經濟階級流動性消費者會將給予較低

的品質評估。反之，當企業提供「高品質低價格」的合理化理由時，將會被消

費者視為有助於品質判斷的資訊，從而弱化價格作為品質評估基礎的效果

(Vlaev et al., 2009)，此時不論消費者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如何，都會對低價產

品有相似的品質評估。 

H3 當採用「高品質低價格」訴求時，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與合理化理

由呈現與否對消費者品質判斷有顯著的交互效果。當出現合理化理

由時，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對品質判斷並無影響；當缺乏合理化理

由時，高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的消費者會有較低的品質判斷。 

為驗證上述假說，實驗三為 2 (經濟階級流動性：高 vs. 低) × 2 (合理化理

由：有 vs. 無)受試者間設計，招募 280 位台灣地區一般成年人作為受試者參與

實驗以換取抽獎機會，剔除無法正確回想實驗內容或未完成的樣本後，共計有

267 個樣本，其中男性 144 位，平均 35.84 歲(SD = 10.34)。 

二、自變數操弄與實驗刺激設計 

實驗產品為電腦喇叭，參考 Yahoo!購物網站的實際產品價格，設定為 299

元。廣告中的「高品質低價格」訴求則參考 Shirai (2015)的方式以廣告標語操弄

「有好音質也可以有好價格！」，搭配產品圖片與基本產品說明組合而成實驗刺

激。 

經濟階級流動性的操弄方式比照實驗一 A，採取閱讀有關台灣地區經濟階

級流動性的文章。為操弄合理化理由，本研究參考 Vlaev et al. (2009)的方式，

以文字描述一虛擬品牌 A。在「有合理化理由」下，品牌 A 被描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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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A 是台灣的新興消費性電子產品品牌，提供消費者創新的

科技產品與配件。作為致力於讓消費者日常生活更加便利的科技企

業，品牌 A 透過降低不必要開支、僅透過網路直接銷售、與優化存貨

管理持續提高品牌競爭力」。 

反之在「無合理化理由」下，品牌 A 的描述則是： 

「品牌 A 是台灣的新興消費性電子產品品牌，提供消費者創新的

科技產品與配件。作為致力於讓消費者日常生活更加便利的科技企

業，品牌 A 持續追求提高品牌競爭力。」 

為確保兩種品牌描述下，消費者對是否具備合理化理由的感受有所不同，

在一項獨立前測中，50 位台灣地區一般受試者(男性 27 人，平均 39.32 歲)，隨

機分派到不同品牌描述情境並觀看前述實驗產品廣告。之後以兩題 7 點尺度題

項衡量受試者認為品牌 A 是否具備合理化理由(我認為品牌 A 有理由以低價格

提供高品質產品、我認為品牌 A 有能力同時採取低價格與高品質：1 = 非常不

同意，7 = 非常同意，r = .89)，結果顯示兩種描述間有顯著差異(t(48) = 5.35, p 

< .001；M 有理由 = 4.98, SD = 1.25，M 無理由 = 3.26, SD = 1.61)。同樣的前測樣本以

一題 7 點尺度題項評估其價格水準(這個產品的價格水準屬於：1 = 非常低，7 = 

非常高)，結果顯示兩種合理化理由情境間無差異(p = .53)，且認為產品為低價

格(t(49) = 14.64, M = 2.16, SD = .89, p < .001，顯著低於中點 4)。另外以一題 7

點尺度評估廣告標語的內容(我認為品牌 A 這則廣告想要強調的是低價格也可

以有高品質，1=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同樣地合理化理由情境間無差

異(p = .51)，且認為廣告標語符合「高品質低價格」訴求(t(49) = 6.56, M = 5.20, SD 

= 1,29, p < .001，顯著低於中點 4)。 

三、過程與衡量 

受試者會被告知包含三個不相關的子任務，第一個任務是記憶能力測試，

受試者隨機指派並閱讀完對應的經濟階級流動性操弄文章，並被要求記住其中

的主旨。第二個任務則請受試者想像自己需要購買一組新的電腦喇叭，並隨機

指派到不同合理化理由情境下閱讀品牌說明與產品廣告。之後受試者使用和實

驗二 B 相同的方式評估產品品質(α = .95)、報告購買意圖(我會考慮購買此產品 / 

我不會購買此產品[反向編碼]；兩題七點尺度，r = .91)作為主要的依變數；並

以和前測相同的方式報告合理化理由評估(r = .89)、價格水準評估、以及產品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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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評估。第三部分任務中，受試者報告經濟階級流動性感受(α = .88)作為操弄確

認、MacArthur 主觀社會經濟階級、年齡與性別，最後回報文章主旨作為受試

者注意力檢定。 

四、分析與結果 

(一) 操弄檢定 

雙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在不同情境間有顯著差異

(F(1, 263) = 25.93, p < .001; M 高 = 5.10, SD = 1.24, M 低 = 4.25, SD = 1.47)、但不

受合理化理由有無、與其交互效果的影響(F(1, 263) < 2.26, p > .13)。不同品牌描

述使受試者感受到不同的合理化理由程度(F(1, 263) = 127.06, p < .001, M 有理由 = 

4.87, SD = 1.48, M 無理由 = 2.93, SD = 1.33)、但並不受經濟階級流動性、與交互效

果影響(F(1, 263) < 1.40, p > .23)。此外，兩個自變數與交互效果影響不影響價格

感受(F(1, 263) < 1.56, p > .21)，且顯著低於 4 分(t(266) = 21.59, p < .001, M = 

2.44, SD = 1.18)，代表受試者認為該產品為低價格。同樣地，廣告訴求評估也

顯示受試者認為廣告標語是強調低價格也可以有高品質且顯著高於 4 分(t(266) 

= 13.48, p < .001, M = 5.15, SD = 1.39)，在不同情境間無顯著差異(F(1, 263) < 

2.56, p > .11)。上述結果代表本研究自變數操弄成功，且受試者對廣告訴求與價

格水準評估符合本研究預期。 

(二) 假說驗證 

為驗證假說 H3，本研究以經濟階級流動性與合理化理由有無為自變數，品

質評估做依變數，性別、年齡、主觀社會經濟階級做控制變數進行 GLM 分析，

圖 1 表各情境下平均數。結果顯示控制變數無顯著影響(F(1, 260) < .93, p 

> .33)，經濟階級流動性有一顯著主效果(F(1, 260) = 3.99, p = .05)且高流動性情

境下受試者有較低的品質評估(M 高 = 4.58, SD = 1.35; M 低 = 4.91, SD = 1.37)，

此結果與前面實驗二 B 低價格水準情境下的結果相似。合理化理由有無亦有顯

著主效果(F(1, 260) = 25.05, p < .001)，有理由情況下受試者有較高的品質評估

(M 有理由 = 5.15, SD = 1.25; M 無理由 = 4.35, SD = 1.37)。 

更重要的是兩自變數有顯著交互效果(F(1, 260) = 5.40, p = .02)，後續分析顯

示：當採取「高品質低價格」廣告訴求卻無合理化理由時，高經濟階級流動性

下的消費者會有較低的品質評估(F(1, 260) = 9.71, p = .002; M 高 = 4.00, SD = 

1.23, M 低 = 4.70, SD = 1.43)。但具備合理化理由時，經濟階級流動性情境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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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F(1, 260) = .09, p = .82; M 高 = 5.17, SD = 1.23, M 低 = 5.12, SD = 1.29)，

支持本研究假說 H3。 
 

(a)品質評估 (b)購買意圖 

圖 1：實驗三各情境下平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實驗三也探索不同情境下消費者對使用「高品質低價格」訴求的產品是否

有不同購買意圖。同樣的 GLM 分析改以購買意圖作為依變數。結果顯示控制

變數無顯著影響(F(1, 260) < 1.77, p > .19)，經濟階級流動性有一顯著主效果

(F(1, 260) = 7.07, p = .008)，且高流動性情境下受試者有較低的購買意圖(M 高 = 

3.97, SD = 1.76; M 低 = 4.55, SD = 1.69)。合理化理由亦有顯著主效果(F(1, 260) = 

8.20, p = .005)，有理由情況下受試者有較高的購買意圖(M 有理由 = 4.56, SD = 1.75; 

M 無理由 = 3.96, SD = 1.63)。兩自變數有一邊際顯著的交互效果(F(1, 260) = 3.71, 

p = .06)，後續分析顯示：當採取「高品質低價格」廣告訴求卻無合理化理由時，

高經濟階級流動性下的消費者會有較低的購買意圖(F(1, 260) = 10.80, p = .001; 

M 高 = 3.49, SD = 1.62, M 低 = 4.45, SD = 1.51)。但具備合理化理由時，不同經濟

階級流動性情境間沒有顯著差異(F(1, 260) = .35, p = .55; M 高 = 4.47, SD = 1.78, 

M 低 = 4.65, SD = 1.86)。 

捌、討論與建議 

一、結果彙總與討論 

立基在經濟階級流動性與制度合理化文獻上，透過衡量長期感受與不同操

弄方式，且對台灣與美國不同文化背景樣本所做的五個實驗結果發現：經濟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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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流動性知覺會影響消費者的價格品質關係信念及實際的品質判斷任務。比起

高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或控制組，低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消費者會有較低的價

格品質關係信念(實驗一 A 與一 B)，也比較不會使用價格作為品質判斷捷思

(實驗二 A 與二 B)，而公正市場意識形態中介此一效果(實驗一 A、一 B、與二

A)。且本研究之發現無法歸因於權力距離信念(實驗一 A)或經濟制度合理化

(實驗一 B)等替代解釋。實驗二 B 則發現低經濟階級流動性消費者在進行品質

判斷任務時，會低估高價格(高估低價格)產品品質。當面對廠商採用「高品質

低價格」訴求時，在缺乏合理化理由情況下低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消費者有

較高產品品質判斷與購買意圖，但是在廠商提供合理化理由情況下則無差異

(實驗三)。 

本研究與過去文獻之間有所呼應或值得進一步討論之處。首先，本研究反

覆驗證低知覺經濟階級流動性時會傷害消費者的公正市場意識形態，亦即比較

不擁護自由市場制度。學者們認為由於個體往往高估外在社會的經濟階級流動

性、且低估貧富不均的程度(Norton & Ariely, 2011; Kraus, 2015; Kraus & Tan, 

2015; Davidai, 2018; Davidai & Gilovich, 2018)，因而當接觸到有違理想的低經濟

階級流動性資訊時會修正自我內在的制度合理化信念(Day & Fiske, 2017)。的

確，實驗一 A 的控制組(M = 4.76, SD = 1.07)與實驗二 B 長期感受衡量(M = 4.53, 

SD = 1.07)顯示，整體而言台灣受試者對台灣社會的經濟階級流動性有相對正面

的看法；而本研究實驗結果也與 Day & Fiske (2017)的美國樣本結果相呼應。然

而與 Day & Fiske (2017)不同的是，本研究關注的公正市場意識形態並沒有在過

去研究中被探討過。本研究結果也呼應近年美國社會中所做的調查結果，當人

們意識到貧富不均時其對於自由市場制度的支持也隨之滑落(GlobeScan, 2011; 

Tabb, 2012)；低經濟階級流動性與隨之而來的對自由市場制度信心衰退，不僅反

映在政治上也影響消費者行為。  

其次，與制度合理化文獻的結果相仿，本研究也發現抱持公正市場意識形

態、擁護自由市場制度會促使個體使用更多捷思處理(Lezak & Thibodeau, 2016; 

Sterling et al., 2016)，這使其更加可能運用價格作為品質捷思。相關文獻多半集

中在探討擁護自由市場制度的個體，如何漠視科學證據而仰賴自身信念(Heath 

& Gifford, 2006; Lewandowsky et al., 2013; Lezak & Thibodeau, 2016; Sterling et 

al., 2016)，藉由延伸到價格作為品質判斷捷思的議題上，本研究拓展制度合理

化理論下有關公正市場意識形態研究的範疇至消費者行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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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研究實驗一 A 至實驗二 A 都發現主觀社會經濟階級地位對公正

市場意識形態有一正向影響。此結果與近期制度合理化文獻有相呼應之處，

Brandt (2013)、Brown-Iannuzzi et al. (2015)及 Day & Fiske (2017)都發現社會經

濟地位對制度合理化傾向有正向影響，這意味著高社會經濟階級消費者很可能

有強烈的自利傾向，使其為鞏固自身社會地位而更加支持當前的自由市場制

度(Brandt, 2013)。一個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高社會經濟地位消費者有更高的

公正市場意識形態，那麼經濟階級流動性對公正市場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否在

不同社會經濟階級間是均等的？換句話說，是否存在一個「社會經濟階級×經

濟階級流動性」的交互效果？ 

Day & Fiske (2017)曾針對此問題對「反群體平等意識形態」作分析，但未

得到顯著效果。本研究針對實驗一 A、一 B、與二 A 的數據重新分析，以公正

市場意識形態做依變數，經濟階級流動性情境做自變數(高或控制組 = 1，低 = 

0)、平均數集中化的主觀社會經濟階級、及兩者間交乘項作自變數，年齡與性

別作控制變數作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交互效果項之迴歸係數在實驗一 A(β = 

-.23, p = .08)、一 B(β = -.20, p = .09)、與二 A(β = -.26, p = .09)中都僅有邊際顯著

效果。如果進行 Johnson-Neyman 法進行交互效果分析(Spiller et al., 2013)，則發

現經濟階級流動性對公正市場意識形態的效果在低主觀社會經濟階級消費者身

上較為強烈。上述探索性結果實際上與 Yoon & Kim (2018)的發現相似，其認為

低經濟階級流動性對知覺控制感的傷害僅存在於低主觀社會經濟階級消費者身

上。雖然本研究目前的實證資料無法對「社會經濟階級×經濟階級流動性」在公

正市場意識形態之交互效果是否存在做出明確的結論，但未來研究者可針對此

一部份做更深入探討(見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一節)。 

最後，本研究實驗三發現在提供合理化理由的情況下，不論經濟階級流動

性為何，消費者都會對採用「高品質低價格」訴求的產品有較高的品質判斷與

較高的購買意圖，然而在缺乏理由的情況下則重複實驗二 B 的結果，這樣的結

果與 Shirai (2015)相似，同時也與價格品質關係文獻中主張當消費者可以有更

多正面資訊以支持其做出高品質評估時，價格所扮演的捷思角色就減弱許多的

看法相同(Miyazaki et al., 2005; Vlaev et al., 2009)。此結果也給予前述「擁護自

由市場正向影響捷思處理」的文獻給予不同視角的支持，在給予足以支持「高

品質低價格」訴求的理由促使消費者進行深入思考時，經濟階級流動性不再有

效果，意味著經濟階級流動性對價格與品質判斷帶來影響是一種捷思式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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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貢獻 

本研究之發現對相關學術研究之貢獻包含以下幾部分。首先，本研究對價

格品質關係研究提供新穎前因。雖然許多研究曾探討消費者個人特質(Yan & 

Sengupta, 2011)、資訊處理方式(Kardes et al., 2004; Cronley et al., 2005)、任務情

境與條件(Suri & Monroe, 2003; Chang et al., 2015)、與文化價值觀(Lalwani & 

Shavitt, 2013; Lalwani & Forcum, 2016)對消費者價格品質關係信念的影響，卻尚

未從消費者對社會整體結構特徵看法的角度著手。就作者所知，本文是第一個

驗證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如何影響價格品質關係信念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在傳

統相關研究的消費者個體特質層次、任務層次、與文化層次外，新增消費者對

社會總體層次因素作為可能的影響因子。此研究角度具有相當重要性，呼應近

期學者嘗試在傳統消費者行為議題中納入消費者對社會總體層次因素看法之影

響的研究趨勢(例如：Griskevicius et al., 2013; Durante et al., 2015; 楊俊明，2017; 

楊俊明，2019)。 

其次，本文實驗三針對「高品質低價格」訴求之實驗，亦是極少數對於此

一實務上常見之現象進行學術談討的研究。然而有別於 Shirai (2014, 2015)關注

焦點在不同廣告訴求在品質評估上的差異比較，本研究著重在經濟階級流動性

對「高品質低價格」訴求下產品品質評估的影響，以及「合理化理由」的調節

效果，因此本研究具體地提供經濟階級流動性與「高品質低價格」廣告訴求對

品質評估效果的邊際條件。 

第三，對經濟階級流動性文獻而言，本研究拓展其在消費者行為研究上的

運用範疇。經濟階級流動性對生活福祉(Zhao et al., 2017)、健康狀態(Cundiff et al., 

2017)、學業表現(Browman et al., 2017)、與風險行為(Ritterman Weintraub et al., 

2015)有重要影響，但其在消費者行為上的運用依然處於起步階段。本研究發

現消費者主觀的經濟階級流動性除影響多樣性尋求(Yoon & Kim, 2018)與衝動

性購買(Yoon & Kim, 2016)行為外，也會在決策上影響消費者使用價格品質捷思

的程度。 

最後，本研究對制度合理化理論也有所貢獻。雖然經濟學家對客觀經濟階

級流動性在制度合理化上扮演的角色提供相關性證據(Benabou & Ok, 2001; 

Alesina et al., 2018)，但僅有非常少數的研究曾探討個體的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

是否影響其對制度合理化意識形態的支持(Jaime-Castillo & Marques-Perales, 

2014; Day & Fiske, 2017)。在前述基礎上，本研究是第一個直接驗證知覺經濟階

級流動性對公正市場意識形態的影響，具體拓展運用經濟階級流動性在制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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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理論研究上的範疇。此外，本文也是少數運用制度合理化理論在瞭解其對

消費者行為之影響的研究，具體回應 Jost (2017)之呼籲。然而有別於文獻中關

注消費者如何選擇品牌以合理化既有制度(Cutright et al., 2011; Shepherd et al., 

2015)、或制度合理化如何影響消費者面對負面事件的反應(Jung et al., 2017)，本

研究則是關注價格作為品質捷思之運用，給予制度合理化理論在消費者行為研

究新的視角。 

三、實務意涵 

本研究結果對企業界提供行銷工作可參考的建議與新穎的洞見。 

首先，從行銷溝通角度來看，在當前我國社會貧富差距擴大，消費者對未

來經濟階級流動性存疑的氛圍下，「高價位等於高品質」的訴求可能會受到低經

濟階級流動性知覺消費者較大的質疑。但這並非意味著高價位的品牌定位是無

用的，反而是給予這樣的品牌檢視行銷溝通訊息設計的機會。對將產品價格訂

在同類型產品中較高價位的企業，可考慮在行銷溝通訊息中安排可提升經濟階

級流動性知覺的訊息內容，強化消費者運用價格作為品質線索的可能性。這樣

的看法對想要推出高價格產品進入市場的新進品牌更為重要，因為低經濟階級

流動性知覺的消費者面對新進品牌推出高價格產品時，可能在缺乏其他可靠線

索下，因為其低價格品質關係信念而低估高價格產品的品質(Miyazaki et al., 

2005)。 

而在行銷溝通訊息設計上，具體可行的作法包括運用能夠彰顯透過自身努

力而獲取更高經濟地位的品牌代言人、或利用故事行銷喚起消費者對當前社會

的信心。許多高價位品牌往往在行銷訊息中強調其奢華或用以彰顯自身社會地

位的功能(Han et al., 2010)，但近期研究指出，消費者往往對「白手起家(rags to 

riches)」、或面對逆境奮鬥不懈的故事內容有更高的認同感(Paharia et al., 2010)。

這種靠著自己努力翻身的訊息，不僅有助於強化消費者與品牌的連結，更可能

提升他們使用價格作為品質線索的可能，裨益於品牌取信於消費者其高價位與

高品質特性。實際的例子出現在勞力士(Rolex)「一枚勞力士，一個故事」行銷

活動中，其代言人往往展現出奮鬥不懈的精神，其中一段代言人對自己的描述

中說到：「我在苦苦耕耘的藍領家庭中成長…我於十年前成為勞力士代言人，為

我的事業發展及成就作見證。」 

第二，而企業也應該尋求適當的行銷溝通訊息投放接觸點。現今科技允許

品牌選擇行銷溝通訊息出現在消費者面前的時間點與相關的資訊脈絡，例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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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可以在新聞網站上選擇與廣告搭配的對應時事新聞關鍵字、或是網路關鍵字

搜尋出現廣告資訊。企業可考量自身的產品價格設定，選擇不同經濟階級流動

性訊息。高價產品可能更適合與能夠提升經濟階級流動性感受的新聞或環境資

訊相搭配、而低價產品可能更適合與低經濟階級流動性訊息相配合。 

第三，就品牌管理角度而言，對原本定位於「高價格高品質」的強勢品牌

而言，除透過行銷訊息設計，持續強化消費者「高價格等於高品質」的信心外，

在當前社會氛圍下另外一個可能的行銷商機，則是透過子品牌或是品牌背書的

方式，推出相較於原有母品牌價格水準較低的產品，訴諸於「高品質卻有低價

格」。近期研究發現如果品牌管理得當，品牌向下延伸並不會傷害母品牌形象，

甚至有益(He & Li, 2010; Goetz et al., 2014; Boisvert & Ashill, 2018)。由於低經濟

階級流動性知覺消費者比較不會使用價格作為品質捷思，代表當高價位強勢品

牌向下延伸時將不容易因為降低價格而傷害消費者對產品的品質評估，減緩母

品牌權益反噬的問題。而高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消費者，則很可能會將強勢品

牌本身視為「高品質低價格」訴求的合理化理由，而更加願意採信。的確，近

年來許多享有高品牌權益的奢侈品牌提供新的向下延伸，瞄準一般大眾市場，

形成「平價奢華」的新興行銷現象(Silverstein & Fiske, 2003)。 

最後，在當前消費者對未來經濟階級流動性存疑的氛圍下，對要進入市場

的新品牌而言，一個看似合理且直觀的作法是將自己定位在「高品質低價格」，

或是在進入市場初期採取滲透式訂價(penetration pricing)，訴諸於消費者對「CP

值」、「性價比」的追求。但根據本研究實驗三的結果，本研究必須對這樣的看

法做出提醒，「高品質低價格」與滲透式訂價並不保證能夠獲取消費者的正面品

質評估，甚至有害購買意圖。的確，行銷實務中可看到許多主打「性價比」的

企業，卻無法獲得消費者青睞而退出市場。 

本研究具體建議：如果新品牌想要透過「高品質低價格」進入市場時，應

該要如同 Uniqlo、或全聯福利社等品牌的作法，明確地向消費者說明合理化此

種訴求的理由，此為較保險的作法。這是因為不同社會間整體經濟階級流動性

知覺有高有低，而即便同一社會內不同個體間的主觀感受也大不相同。因此附

加合理化理由的「高品質低價格」訴求不僅可以成為吸引低經濟階級流動性知

覺消費者與市場，更可以取信於高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消費者，方能成為企

業獲取優勢的商機。 

例如 Uniqlo 在其商業模式說明中認為自己能夠實現「高品質低價格」的理

由在於「提高庫存管理的能力」、「通過 100%購買原材料的方式，成功降低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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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的成本」。而全聯福利社在 2006 年至 2007 年間推出的一系列廣告先具體說

明為何全聯透過彰顯自己節省不必要成本來提供較低的價格，更強調「便宜一

樣有好貨」，成功建立其「高品質低價格」品牌定位3。這一類合理化「高品質

低價格」訴求的理由，應該要在新品牌進入市場時於行銷訊息中出現。 

四、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雖對價格品質關係研究有學術與實務上的具體貢獻，然而有部分研

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值得進一步探討。首先，說服研究中發現壞心情的消費

者會減少捷思處理而仰賴系統性處理(Bless et al., 1990)，低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

本身的負面特性很可能會引起負面情感而降低消費者價格品質關係信念，成為

本研究發現的替代解釋。本研究實驗中未直接排除心情等情感因素的影響，此

為研究限制一。然而 Yoon & Kim (2018)的研究結果指出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操

弄並不會影響消費者的心情，因此本研究認為心情應該不會是本研究發現的中

介機制。未來學者可以針對情感因素所扮演的角色作更深入的分析。 

第二，本研究僅探討不同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消費者對一般實用產品(鬧

鐘與電腦喇叭)與體驗品(紅酒)在品質評估上的影響。然而部分產品類型例如

珠寶、房車、或部分高價電子產品往往具有象徵性產品的特徵，反映消費者個

人地位或自我形象，此時經濟階級流動性是否依然會對其品質判斷產生影響在

本研究中未加以探索，此為本研究的限制二。未來研究者可針對不同接濟階級

流動性知覺的消費者，在面對這一類象徵性產品時其價格品質關係強度作探

討。 

第三，本研究實驗二 A、二 B 與三所使用的產品都非對消費者熟悉的品

牌，然而價格品質關係研究中認為，品牌等其他資訊也可以提供消費者在品質

評估時具有診斷性的資訊(Purohit & Srivastava, 2001; Miyazaki et al., 2005)，此

亦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未來研究者可以納入更多品牌相關特徵或其他因素，

探討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對品質評估的效果何時會受到這些品牌特徵的限制。 

第四，本研究在實驗三中所使用的「合理化理由」僅使用在「高品質低價

格」產品，使高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消費者能夠提高對低價產品的品質評估。

但對低經濟階級流動性的消費者而言，面對「高品質高價格」產品或許也可能

需要額外的合理化理由，此部分值得未來學者進一步補充探討。 

                                                       
3 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XEBrVlOmuQ 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qtzbpuO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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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前述結果綜合討論中曾提及主觀社會經濟階級與經濟階級流動性

對公正市場意識形態有一邊際顯著的交互效果，且對低主觀社會經濟階級的消

費者效果較強。由於 Yoon & Kim (2018)發現此一交互效果在知覺控制感上達顯

著影響，然而 Day & Fiske (2017)則發現對反群體平等意識形態無交互影響。未

來研究者可進一步深入探討經濟階級流動性與主觀社會經濟階級是否會影響其

他制度合理化的意識形態。 

最後，本研究發現藉由影響其內在公正市場意識形態會影響消費者使用價

格品質捷思的程度，進而影響其面對不同價格水準產品的品質評估。由於公正

市場意識形態與個體使用捷思處理程度成正向關係(Sterling et al., 2016)且與系

統或抽象思考程度成負相關(Lezak & Thibodeau, 2016; Sterling et al., 2016)，意味

著本研究的發現可能不限於價格品質捷思，亦可能對其他消費者經常使用的捷

思或市場信念，例如來源國效應(country-of-origin effect)、廣告支出效應(Kirmani, 

1990; Moorthy & Zhao, 2000)等造成相似影響。未來研究可進一步延伸本研究的

範疇，探討經濟階級流動性知覺的其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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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各變數衡量題項 

經濟階級流動性（中文版為實驗一 A、實驗二 B、實驗三；英文版為實驗一 B

與實驗二 A。1 = 非常不同意/Strongly Disagree，7 = 非常同意/Strongly Agree） 

1. 一個小孩獲取財務上成功的機會取決於父母的所得。 (Achieving financial 

success are tied to the income of his or her parent. )(反向編碼) 

2. 不論出生時的環境如何，人們都還是很可能獲取巨大的財富。(It is highly 

possible to achieve great wealth regardless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birth. ) 

3. 「努力工作可獲取成功」描述了我們這個社會的運作方式("Hard work equals 

success" describes the way society works. ) 

4. 只要願意，任何人都有許多機會可以盡可能追求他們所想要的。(There ar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anyone to go as far as he/she wants. ) 

5. 每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在經濟階級向上移動。(Everyone has a fair chance at 

moving up the economic ladder.) 

6. 我們的社會提供足夠的機會給那些充滿動機的人追求成功。(Society provides 

enough opportunities to get ahead for those who are motivated. ) 

7. 出身貧困使人生處於一個明顯不利的位置。(Starting in poverty puts one at a 

distinct disadvantage in life.)(反向編碼) 

8. 對大多數人來說，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接受教育。(For the most part, 

people can be educated as much as they want.)  

 

價格品質關係信念(中文版為實驗一 A，英文版為實驗一 B。1 = 非常不同意

/Strongly Disagree，7 = 非常同意/Strongly Agree) 

1. 整體來說，一個產品的價格越高，其品質越好。(Generally speaking, the 

higher the price of a product, the higher the quality.) 

2. 俗話說：『一分錢一分貨』大致上是真的。(The old saying "you get what you 

pay for" is generally true) 

3. 價格是用來代表產品品質的良好指標。(The price of a product is a good 

indicator of its quality.) 

4. 要購買最好的產品你總是得多付出一些錢。(You always have to pay a bit 

more for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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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市場意識形態(中文版為實驗一 A，英文版為實驗一 B 與實驗二 A。1 =  
非常不同意/Strongly Disagree，7 = 非常同意/Strongly Agree) 

1. 自由市場制度是公正的制度。(The free market system is a fair system) 

2. 一般或者是正常的企業作為必須是公平的，不然他們無法生存。(Common or 

“normal” business practices must be fair, or they would not survive) 

3. 在許多市場中，並不存在真正的「公平」市場價格。(In many market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true “fair” market price) (反向編碼) 

4. 道德的企業沒辦法與不道德企業一樣賺錢。(Ethical businesses are not as 

profitable as unethical businesses) (反向編碼) 

5. 最公平的經濟制度是市場制度，在其中每個人都可以獨立地追求他們自身的

經濟利益。(The most fair economic system is a market system in which 

everyone is allowed to independently pursue their own economic interests) 

6. 自由市場制度是一個有效率的制度。(The free market system is an efficient 

system) 

7. 自由市場制度跟公平毫無關係。(The free market system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airness) (反向編碼) 

8. 回應市場力量是有道德地經營企業的方法。(Acting in response to market 

forces is an ethical way to conduct business) 

9. 在自由市場制度中，人們可以得到其所應得的結果。(In free market systems, 

people tend to get the outcomes that they deserve) 

10. 從交易中所產生的最公平結果是買家付出「公平」市場價格。(The fairest 

outcomes result from transactions in which the buyers pay the “fair” market 

price) 

11. 經濟市場並沒有公平地獎勵人們。(Economic markets do not fairly reward 

people) (反向編碼) 

12. 不論價格如何，買家與賣家同意交易的價格就是公平價格。(Whatever price a 

buyer and seller agree to trade at is a fair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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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距離信念(使用在實驗一 A；1 = 階級社會是重要的，7 = 平等社會是重要

的) 

1. 目前，我主要思考的是…  

2. 在這個當下，我主要感受到…  

3. 目前在我心中，我的想法比較認同以下所說的…  

經濟制度合理化(使用在實驗一 B。1 = Strongly Disagree，7 = Strongly Agree) 

1. If people work hard, they almost always get what they want 

2. The existence of widespread economic difference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inevitable (反向編碼) 

3. Laws of nature are responsible for differences in wealth in society 

4.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eliminate poverty 

5.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o think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is unfair (反向編碼) 

6. Poor people are not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rich people (反向編碼) 

7. Most people who don’t get ahead in our society should not blame the system; 

they have only themselves to blame 

8. Equ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is a possibility for our society (反向編碼) 

9.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reflect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10. Economic differences in the society reflect an illegitimat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反向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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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rthur 主觀社會經濟階級地位 

實驗一 A、實驗二 B、實驗三 

請設想有一個十階的梯子，代表人們在我國社會中的地位。在第 10 階代表的是

最優越的，他們有最多的金錢、有最高的教育、擁有最受人敬重的工作。在第

1 階代表的是最糟糕的，他們擁有的金錢最少、教育程度最少、所做的工作最

不受人敬重或是沒工作。你會把你自己放在這個階梯上的那個位置？ 

實驗一 B、實驗二 A 

Think of a ladder with 10 steps representing where people st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step 10 are people who are the best off – those who have the most money, the 

most education, and the most respected jobs. At step 1 are the people who are worst 

off – those who have the least money, least education, and the least respected jobs or 

no job. Where would you place yourself on this lad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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